
寬容、權利和法制

● 徐　賁

伏格特（W. Paul Vogt）在《寬容

和教育》（Tolerance and Education:

Learning to Live with Diversity and

Difference）一書中這樣問道：甚麼

是寬容？寬容可教麼？第一個問題

是關鍵，因為如果我們不知道甚麼

是寬容，那麼我們怎麼知道它是否

可教呢？我們甚至怎麼知道該教的

又是甚麼呢？要說明寬容是甚麼並

不容易，因為從不同的目的，我們

可以對寬容作出不同的說明。這個

目的可以是尋求人與人之間相互平

安共處或相互理解，可以是籲求政

府營造寬鬆社會環境或者減少對私

人事務的干涉，也可以是從公民教

育�眼來澄清個人權利、義務與法

制的關係。伏格特在說明何為寬容

時，�重的是最後這一種目的。從

寬容與權利和法制的關係來看，寬

容不是一個抽象的道德原則，它是

在歷史過程中逐漸發展出來的一種

公共性的美德，歷史上有過的寬容

觀與當今自由民主社會中的寬容雖

有聯繫，但並不是同一回事。同

樣，隨�權利和法制觀念在民主

進程中的完善，寬容本身也會有進

一步的發展。伏格特對寬容的說明

正是放在這樣一個歷史視野中進行

的1。

一　寬容與邪惡

寬容問題的討論最早出現在

十三世紀意大利神學家阿奎那

從寬容與權利和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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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Aquinas）的《神學概論》

（Summa Theologiae）中。早期對寬

容的思考所關注的，是如何維護基

督教信仰及如何對待異教邪說。阿

奎那提出，真正的基督徒並不只是

順從信仰，而更是以推動基督教信

仰為己任。這ë有一個寬容或不寬

容異教信仰的問題。阿奎那認為，

只要有助於推動基督教信仰，寬容

或不寬容（迫害）都可以用作策略手

段。基督徒可以根據具體情況來決

定嚴懲罪惡或者暫時寬容罪惡。寬

容是策略，而非美德，暫時寬容罪

惡是為了將來最終消滅罪惡2。

到了十六世紀，寬容逐漸由策

略轉化為美德。這個變化是在基督

教內部爭論關於如何對待異教的過

程中發生的。爭論的雙方雖然在需

要克制異教徒這一點上相當一致，

但在是否應迫害或者寬容異教徒的

問題上存在�分歧。在如何對待異

教徒時，不僅涉及何為「有效」手

段，而且還涉及何為「正當」手段。

這就使得爭論從中世紀式策略手段

思考轉化為啟蒙時代的人文價值思

考。雖然爭論的焦點似乎依然集中

在如何克制異教徒的問題上，但手

段問題卻已經涉及了正義和憐憫的

關懷。例如，諸如火刑一類迫害異

教徒的酷刑是否正當的壓制手段？

比起酷刑，放逐是否更符合基督教

精神？為挽救迷失的靈魂，宣導勸

諭是否比警誡懲罰更為有效？正是

由於寬容問題包含了正義和憐憫的

關懷，它開始具備了現代的道德內

涵。現代社會學和政治學者關於寬

容問題的爭論往往涉及這樣一個問

題：為了澄清該寬容和不該寬容的

思想行為的曖昧不清，增強判斷的

理性、說服力、正義性或可操作

性，寬容應當確立哪些群體價值原

則？這ë有一個關於寬容的價值內

容問題。寬容的價值內容並非是單

一的，而寬容所包含的不同價值內

容更可能是不一致的。這就造成了

寬容的內在矛盾性。

寬容的矛盾性在十七世紀思想

家洛克（John Locke）的《關於寬容的

一封信》（A Letter on Toleration）中

充分表現出來。洛克一方面指出寬

容是有限度的，超過了某個限度，

寬容即為不明智和非正義行為。他

認為，基督教寬容的對象不應包括

天主教和無神論者，因為天主教徒

是為外國君主服務的，而無神論者

則因其誓言不可信賴而不可能成為

基督教徒誠信群體的成員。另一方

面，洛克又把寬容當作一種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的普遍道德原則3：

無論是個人、教會或者甚至共同

體，都無權侵犯公民權利，都不允

許以宗教之名剝奪彼此的世間財

產。

他認為，在宗教上不寬容他人者亦

不配受到他人的寬容對待。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的思想在洛克那個時代

並未引起注意，但在今天，它成為

洛克寬容思想最受重視的部分。洛

克寬容觀的矛盾性對現代社會仍有

意義，現代人在意識形態寬容問題

上往往表現出相似的矛盾性。例

如，冷戰期間，西方社會在是否讓

共產黨人有公開說話權利的問題上

舉棋不定；而今天，在是否讓新納

粹或其他種族主義者享有言論自由

的問題上也是一樣。

十六世紀，寬容由策

略轉化為美德。基督

教內部在是否應迫害

或者寬容異教徒的問

題上存在分歧。爭論

從中世紀式策略手段

思考轉化為啟蒙時代

的人文價值思考，涉

及了正義和憐憫的關

懷。例如火刑是否是

正當的壓制手段？放

逐是否比酷刑更符合

基督教精神？由於寬

容問題包含了正義和

憐憫的關懷，它開始

具備了現代的道德內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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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思考寬容是從群體共善和

自由意志的關係�眼的，這也對現

代社會具有意義。在洛克的時代，

人的靈魂解救是「好生活」的基本含

義，這就好比許多現代人把身體健

康視為「好生活」的基本含義。但

是，靈魂解救是一種群體共善性的

「好生活」，它要求每個人與他人共

同實現這一目標；而身體健康則是

一種個人性的「好生活」，它只要求

每個人管好自己的事。在洛克的時

代，生活秩序要求每個人充分關心

他人的靈魂解救。因此，干預他人

的宗教信仰，確保其向正確方向發

展便成為每個成員對群體應負的責

任。這和文化大革命期間，每個人

有責任關注別人的思想正確差不

多。

洛克主張寬容，因為他相信靈

魂解救必須由個人自己去追求。國

家的強迫和行政官吏的干預都只會

阻礙這種個人的追求，對靈魂的解

救有害無益。洛克沒想到，二百年

以後，一些現代社會的思想正確或

意識形態統治會從反面來印證他強

調個人自由意志的合理性。例如，

在文革時期的中國，監督別人的思

想，幫助別人正確思想，是每個人

的責任，結果弄得人人強行表態，

強行覺悟，不覺悟定受懲罰。對個

人思想強行干預的結果不僅是當時

許多中國人以假積極和偽裝積極來

鑽營取巧或謀求自保，而且在文革

結束後仍長期無法改變中國社會的

假面虛偽文化。不寬容不僅未能使

人們的精神純潔起來，反而致命地

摧殘了追求精神純潔所必不可少的

自由理性。洛克從人的自由理性來

看待寬容，這也正是後來十九世紀

思想家彌爾（John Stuart Mill）在《論

自由》（On Liberty）中提倡的那種以

人的獨立主體為核心的寬容4。

在十七、十八世紀的歷史條件

下，寬容是一個宗教問題，也是一

個政治問題。寬容關係到提倡寬

容者的人身安危，這就是為甚麼

倡導寬容的著作往往要麼匿名發表

（如洛克），要麼借托筆名（如伏爾

泰 [Voltaire]）或者在作者死後方能

面世（如博丹[Jean Bodin]）。那個時

候，儘管在寬容問題上出現了一些

開明的意見，但反對寬容的保守意

見仍佔上風。反對者把寬容看成是

軟弱的表現，是一種「默許，因無

法阻止而忍受或遷就」5。十八世紀

以後，寬容不僅受到保守思想的攻

擊，而且還受到激進思想的挑戰。

一些政治學家，尤其是與法國和美

國革命有關係的政治學家開始批判

寬容。米拉波（Honore de Mirabeau）

就說過6：

在我看來，在某種方面，寬容這個

字本身就是暴虐的，因為那些實行

寬容的權威也可以不實行寬容。

潘恩（Thomas Paine）說得更徹底7：

寬容不是不寬容的反面，而是偽裝

的不寬容。寬容和不寬容都是專

制。不寬容自以為有剝奪他人良心

自由的權利，寬容自以為有對他人

施捨良心自由的權利。一個是以火

和柴武裝起來的教皇，另一個是出

售和頒發免罪券的教皇。

寬容受到保守和激進兩個方面

的夾擊，這種情況一直延續至今。

十八世紀以後，政治

學家開始批判寬容。

米拉波說：「寬容這個

字本身就是暴虐的，

因為那些實行寬容的

權威也可以不實行寬

容。」潘恩說：「寬容

是偽裝的不寬容。不

寬容自以為有剝奪他

人良心自由的權利，

寬容自以為有對他人

施捨良心自由的權

利。一個是以火和柴

武裝起來的教皇，另

一個是出售和頒發免

罪券的教皇。」



寬容、權利 137
和法制

一方面是各種專制政治權力、原教

旨宗教、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公開

主張壓制和不寬容，另一方面則是

左派從「陰謀論」的角度來批判和揭

露寬容的偽善和為現有權力服務的

意圖。後一種對寬容的批判清楚

地表現在60年代西方左派代表作之

一的《純粹寬容批判》（A Critique of

Pure Tolerance）一書中。西方左派

從批判自由民主社會秩序的偽善性

出發，將寬容視為穩定資產階級秩

序的統治伎倆和「掩飾可怕政治現

實的偽善面具」8。左派還特別指出

寬容的冷漠效應：革命群眾講寬

容，那就必然會容忍現有的權力結

構，必然在現實面前表現為「思想

懦怯」。他們強調，在權力統治方

面，寬容甚至是一種直接的「壓迫」

力量，「純粹」寬容做出不偏不倚的

樣子，「實際上是在保護現存的統

治體制」9。

這種左派批評雖然有它的道

理，但局限性也是相當明顯的。它

是一種理想型的批判，它從某種烏

托邦式的未來理想社會（社會主

義、共產主義）來得出對自由民主

和寬容的純負面評價。自由、民主

和寬容固然不完善，或者甚至確實

是在為現有的權力秩序充當門面，

但試想，如果就此取消自由、民主

和寬容，處於弱勢的群體和個人所

受到的實際保護將會有所增加還是

有所減少？自由民主所提倡的公民

權利和寬容價值觀是社會弱者保護

自己的武器，社會弱者是不是應當

因為這些武器不夠完美而在沒有其

他武器的情況下，將之完全放棄？

如果說自由民主社會中的自由、民

主和寬容都不過是統治者的陰謀手

段，那麼民主社會和專制暴虐社會

之間的區別又是甚麼？消除這些差

別對專制社會中的弱者爭取自己的

權利究竟是有益還是有弊？

二　寬容與權利

早在十八世紀，激進民主思想

家米拉波和潘恩就曾指出，寬容是

不可靠的，寬容由權力所賜予，獨

掌權力者可以寬容，也可以不寬

容。在米拉波和潘恩看來，自由權

利太基本、太重要，不能由少數人

隨意操控，想要收回即可收回。米

拉波和潘恩都強調，自由權利是公

民應當無條件擁有的，不是某種權

宜之計。寬容所施予的並不是真正

的自由，寬容充其量不過是有缺陷

的自由，並非真正的自由，「因寬

容所享受的豁免只不過是某種可以

收回的讓步，而不是有保障的權

利」bk。潘恩用「良心自由」說來說明

寬容和權利之間的差別，強調真正

的公民自由應當把施予的寬容轉變

為法律保護的權利。

但是，權利是不是就此應當或

者可能代替寬容呢？實際情況並非

如此簡單。寬容在當今社會和政治

理論中仍具有價值，而這種價值恰

恰體現在它與權利不能完全相互代

替的關係上。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

紀，宗教寬容觀念的演變與權利觀

念並沒有特別的聯繫。寬容所涉及

的主要問題是，在實行壓制之前，

對於異端究竟要給以多大程度的容

忍。在十六世紀，對這個問題的回

答是，愈少愈好。到了十九世紀，

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愈多愈好。

寬容受到保守和激進

兩個方面的夾擊，一

方面是各種專制政治

權力公開主張壓制和

不寬容，另一方面則

是左派從「陰謀論」的

角度來批判和揭露寬

容的偽善和為現有權

力服務的意圖。如果

說自由民主社會中的

自由、民主和寬容都

不過是統治者的陰謀

手段，那麼民主社會

和專制暴虐社會之間

的區別又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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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法律保障的公民自由範圍內，

保障有高低程度之別，寬容是低程

度的保障，權利則是高程度的保

障。有些事情幾乎無須法律保護，

僅屬「寬容」而已。還有的事情則非

受法律保護不可，必須是不可剝奪

的「權利」。不應寬容之事未必就是

應當禁絕之事，只有屬於權利範圍

之內的事才必須受法律保護。可以

寬容的事是「做得不錯」的事，而與

權利有關的事則是「做得應當」的

事。嚴格地說，寬容和權利的這些

差別只是程度的差別，這兩者間的

界限並不總是很清楚。寬容和權利

本為互補性觀念，缺少了一方，另

一方則難以得到充分說明。

寬容和權利體現不同程度的強

調。權利的強調程度超過寬容。但

是，有時寬容卻似乎比權利更能說

明保障權利的真正意義。權利往往

被設想為一種佔有形式，一種人們

「擁有」的東西。權利與權利擁有者

的身份（「我是誰」）有關，也就是

說，因為是某人，才「擁有」某權

利。例如，某人是美國人，因此擁

有佩槍的權利；但他若是另一國公

民，則未必有同樣的權利。因此，

權利也是同等身份的人之間的平等

標誌。擴大某一權利的範圍，也就

是把愈來愈多的人包括在某個平等

身份範圍之內。例如，投票的權利

起先是男性公民的權利，在這一範

圍內，男性公民是平等的，而女性

公民則被排除在外。當女性公民也

獲得投票權利的時候，她們獲得了

與男性公民平等的身份。在西方，

從十七世紀開始，權利的變化基本

上都是以確定「我是誰」的平等身份

為基礎的。權利被設定為一種與人

格和尊嚴有關的東西。因此，對於

權利擁有者而言，權利一定是好

的，不可能有「壞的權利」。

與權利相比，有關寬容的強調

就要平和得多。寬容常常被看成是

為某種普遍目的而作的局部犧牲，

或者是某種珍貴事物（如權利）的一

部分。因此，寬容是一種「消極自

由」（避免做某事的自由），而權利

則是一種「積極自由」（做某事的自

由）bl。美國憲法的《權利法案》可以

說是消極自由的代表，它強調的是

國家對公民的不干涉（寬容），因為

公民有不受國家侵害的權利。《權

利法案》所起的是限制國家行為的

作用。與美國憲法相比，法國人權

和民權宣言則更強調積極自由，尤

其是公民參與政府的權利。消極自

由與積極自由其實並不矛盾。一方

的消極自由往往意味�另一方的積

極自由，反過來也是一樣。言論和

集會自由是強調政府寬容的消極自

由，但這種消極自由卻是積極自由

的基本條件。政府不寬容，公民參

與公共事務的積極自由也就必然成

為空談。

儘管寬容與權利並存，但現代

社會法制的重心確實是愈來愈由寬

容轉向權利。從寬容向權利的轉移

往往包含三重不同的、但相互有關

的變化：第一重變化是側重點的變

化，即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把側重點

從「允許」某些自由轉變為「保護」這

些自由。言論和出版自由就是一個

例子。言論和出版自由之所以值得

提倡，不僅是因為這表現了統治者

的開明、納諫和包容，更是因為這

種自由本身就是一種值得鼓勵和不

容侵犯的行為（權利）。

寬容是一種「消極自

由」，而權利則是一

種「積極自由」。美國

憲法的《權利法案》可

以說是消極自由的代

表，它強調的是國家

對公民的不干涉（寬

容），因為公民有不

受國家侵害的權利。

法國人權和民權宣言

則更強調積極自由，

尤其是公民參與政府

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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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重變化在於，在寬容和被

寬容者之間，誰需要據理力爭的關

係變了。就被寬容者而言，這是一

種由「有罪推定」向「無罪推定」的轉

變。寬容涉及寬容者（掌權者）和被

寬容者（無權者）雙方，要麼是掌權

者必須向公眾說明為甚麼對某些人

的言論和行為不能寬容，要麼是無

權者向掌權者提出為甚麼應當寬容

的理由。當前者比後者更需向社會

作出解釋的時候，寬容就變得不那

麼重要了，而權利則得到了加強。

例如，十八世紀以後，言論和出版

自由從寬容的對象轉變為受保護的

權利，政府在禁止某些言論（誹謗、

誣陷）之前，必須先假定其無罪，

然後再以確鑿證據證明其有罪。而

在這之前，則是先假定其有罪，然

後由個人以證據證明自己無罪（文

革的誣告和冤案即是這種論罪程序

的顯例）。當然，不管言論權利規

定得多麼明確，言論和出版的自由

都不是無限度的。即使在保障言論

和出版自由的社會中，仍然存在�

誣衊、誣陷、誹謗、侮辱、猥褻等

罪過。如何定義這些罪過既標誌�

官方對言論自由程度的掌握，也標

誌�官方對言論的寬容程度。

第三重變化在於統治權力開始

自我約束。這種自我約束並非取決

於統治權力的良好意願，而是由普

遍性的法律程序和權力制衡所規

定。如果只講寬容，不講權利，那

麼統治權力的自我約束往往是各案

有別，統治者願意對誰寬容就對誰

寬容，願意寬容到甚麼程度就寬容

到甚麼程度。權利則與寬容不同，

權利要求普遍性的權力約束。如果

不能以普遍的原則，在事情發生之

前就預先確定哪些必須寬容，哪些

不能寬容的話，那就根本無權利可

言。一個政府將自由言論和自由出

版確立為一種權利，是在知道某個

出版物的具體內容之前就鄭重地保

證不對之加以懲罰。當然，出版物

所不能逾越的界限也是預先就已經

公開規定了的。如果出版物所必須

遵守的那些普遍預設規定的界限曖

昧不清，或者時鬆時緊，那麼在它

和行政權力打交道時，它便無法要

求自己的權利，而只能仰仗後者的

寬容了。任何權利都是有限制的，

但這些限制必須是預設的，必須具

有普遍性。如果限制權利全憑當權

者變化無常的主觀意志，那麼也就

根本無權利可言，剩下的至多不過

是當權者施捨的寬容而已。

三　寬容與法制

上述的三重變化，從容忍到保

護，從有罪推定到無罪推定，從多

變的政策到穩定的憲政保障，是建

立公民權利政體的條件。這些變化

當然必須經歷一個逐步加強的過

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儘管公民社

會的共存機制不斷由單純的寬容轉

向充分的權利，但這並不等於充分

的權利最終會完全替代寬容。這是

因為，即使在權利政體中，寬容也

還在發揮�重要的社會功能。不僅

如此，寬容甚至還是維持權利政治

必不可少的條件。在公民具有充分

權利的社會中，任何一個公民都有

責任尊重其他公民的這些權利。一

個公民有沒有言論自由，這不僅取

決於政府是否尊重和保護這一自

現代法制的重心愈來

愈由寬容轉向權利。

從容忍到保護，從有

罪推定到無罪推定，

從多變的政策到穩定

的憲政保障，這三者

都是寬容向權利轉移

的三重變化，也是建

立公民權利政體的條

件。但這並不等於充

分的權利最終會完全

替代寬容。因為寬容

還是維持權利政治必

不可少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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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還取決於其他公民在聽到不中

聽的言論時是否能對之寬容。如果

公民不能對他人言論予以寬容，政

府對公民間的不寬容行為的管理能

力是有限的。如果多數人對少數人

實行不寬容（如種族、階級、性

別、性傾向歧視），政府則往往無

可治眾人之法。只有當一個社會中

存在普遍的寬容文化，權利才能在

全社會中有充分的保障。

權利政體社會不能沒有寬容的

另一個原因是，權利與權利間的關

係有時並不一致，甚至會相互衝

突。國家在介入權利衝突，解決權

利糾紛時，必須權衡不同權利間的

主次、重輕之分。在衡量權利主

次、重輕之分時往往是兩害取其

輕。法律審判的無罪設定可以說是

一個例子。無罪假設增加了給無辜

者定罪的難度，但也增加了給有罪

者定罪的難度。法制社會之所以堅

持嚴格的定罪程序，是因為冤枉好

人比放走壞人更有害，更不能容忍，

更不可行。讓壞人有逃脫之機於是

便成為不冤枉好人所必須付出的代

價。言論自由是一種明確的權利，

但自由的言論可能有利，也可能有

害。堅持普遍的言論自由也是一種

兩害取其輕的利弊權衡。比起放縱

「壞」言論之弊來說，壓制「好」言論

之弊更為嚴重，更為不可接受。

把寬容和權利放在一起，而不

是對立起來考慮，寬容也就獲得了

更為寬廣的意義。寬容既包括人與

人之間在具體事情上的容忍和原

諒，也包括國家政權對所有人一視

同仁的權利承諾和保護。如果說權

利是一種受到充分強調的寬容，那

麼寬容則是一種相對弱化的權利。

公民權利一開始往往都是在爭取寬

容的過程中形成的。寬容和權利都

是有所限制的，對寬容和權利的限

制都可以通過法律來確定，都應當

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為其前提。只

有依據普遍標準的寬容才是與權利

相一致的寬容，才能與權利互相配

合，相得益彰。

甚麼事能寬容，甚麼事不能寬

容，這些自然而然形成一套關於行

為的道德法則，不成文的法則是社

會的價值規範，成文的便是法律條

文。以不成文價值規範之名實行的

不寬容，一旦以成文法的形式規定

下來，就會獲得法定合理性，成為

國家迫害的手段。除了不成文的道

德規範和成文的法律規定，寬容還

涉及「私人」和「社會」間的層次轉換

問題。私人層面上的事件（如個人

隱私生活中的思想和行為），一旦

追究「社會影響」，就可能受到公眾

的道德譴責，或者甚至遭受國家政

府權力的干涉，並受到司法的懲

處。寬容問題的公共性層次上升須

要「上綱上線」，須要強調某言行對

他人的「傷害」。相反，寬容的公共

性層次下降，則須要淡化某行為對

他人的傷害效果，強調它「僅為私

人行為」。強調或淡化事情的「公害

效果」涉及公共和私人領域的區

分。只有嚴格區分這兩個不同的領

域，才能最大限度地杜絕隨意上綱

上線和無限上綱上線的可能。明確

區分公眾領域和私人領域，是法制

社會運作的一個基本前提。即使在

民主法制的社會中，公共領域和私

人領域的界限仍然是一個人們不斷

討論和爭論的問題。

寬容對於現代法制社會的意義

在於，即便社會有某種關於「他人

傷害」的共識，仍然不能單憑這一

如果多數人對少數人

實行不寬容，政府則

往往無可治眾人之

法。只有社會存在普

遍的寬容文化，權利

才能有充分的保障。

言論自由是一種明確

的權利，但自由的言

論可能有利，也可能

有害。堅持普遍的言

論自由也是一種兩害

取其輕的利弊權衡。

比起放縱「壞」言論之

弊來說，壓制「好」言

論之弊更為嚴重，更

為不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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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廢棄寬容。這是因為，人們不能

單憑某種傷害原則來決定哪些傷害

應予以寬容，哪些傷害不能予以寬

容。按照「傷害原則」，如能證明某

行為對他人造成傷害，便可不寬容

這行為。可是，有的行為即使是無

可爭議地傷害到了別人，也仍然必

須予以寬容。例如，你寫了一本

書，有人對此寫了很苛刻的評論，

使你受到感情和自尊心的打擊，甚

至使你的聲譽和經濟受損。這些傷

害也許遠遠超過了那個人打了你一

個耳光的肉體傷害。你可以不寬容

那較輕的肉體傷害，但你必須寬容

那較重的精神傷害。為甚麼呢？你

有要求自己身體不受傷害的權利，

但你並沒有要求別人不批評你的著

作的權利。儘管你覺得自己的著作

受批評比身體遭攻擊更受傷害，但

社會卻並不能因此而出面阻止別人

批評你的著作。在言論和出版自由

的社會中生活是有代價的。代價之

一就是個人必須容忍別人的言論自

由，即使這會給他自己造成傷害，

他也必須這樣做。在現代社會生活

中提倡寬容，主要是就現實需要寬

容而言的。社會生活是多元性的，

你喜歡不喜歡都無法改變這個現

實。現代生活充滿了衝突和不一

致，寬容因此也就成為我們應對多

元生存處境必不可少的手段。寬容

為我們所提供了應對多元和衝突的

較低規則。

作為低規則的寬容，它是一種

中介性的，而非實質性的價值，它

是實現某些實質性的基本價值（正

義、自由、平等）的條件，而非最

終結果。人們以實質性的基本價值

來構築種種關於「好社會」的理念，

而寬容則不足以支撐這一類的理

念。例如，我們可以說，「好的社

會」是一個正義的、人人享有自由

和平等的社會。但我們卻不能說，

一個好社會只是一個寬容的社會。

如果大多數人寬容非正義、不自由

和不平等，這樣的社會哪ë能稱得

上好社會？寬容只涉及人們相互對

待不同看法的態度，但它自己卻並

不是一種實質價值。寬容是讓實質

性基本價值共識逐漸浮出不同看法

的保證和條件，它起的是一種過程

的作用。沒有寬容，不同的意見就

會因衝突而導致暴力、壓制、迫

害、殺戮或戰爭。沒有寬容，人們

就不能和平地取得關於基本價值

（或其他事情）的共識。所以，寬容

的價值往往須要從反面來理解，也

就是說，如果沒有寬容，那麼就一

定會造成危害。

由於寬容是一種須要從反面來

理解的價值，它通常被看成是一種

頗為局限的、不得已而為之的人際

相互關係。人們因此會問，社會群

體是否能夠有一種比相互容忍更為

高尚的目標呢？回答是肯定的。但

是在尋求更為高尚的共同目標的過

程中，人們離不開寬容。寬容首先

是他們應對現實多元和衝突的唯一

有效手段，並因此也成為一種起碼

的社會美德。寬容所起的主要作用

是設置限度。在多元社會中，人們

關於基本價值觀意義的爭論，有權

者對弱者的所作所為，多數人（政

治、社會、道德、民族等）對少數

人的所言所行，這些都須要由寬容

來設置限度。寬容的限度與壓迫、

專制和暴力所設置的限度是不同

的。我們之所以稱寬容為美德，就

是因為它可以一步步帶領人們走出

習以為常的壓迫、專制和暴力。

在言論和出版自由的

社會中生活，是有代

價的。代價之一就是

個人必須容忍別人的

言論自由，即使這會

給自己造成傷害。現

代生活充滿了衝突和

不一致，寬容因此是

人們應對現實多元和

衝突的唯一有效手

段，並在群體尋求更

為高尚的共同目標的

過程中，成為一種起

碼的社會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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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容不是沒有可能發生重要的

性質變化的。羅爾斯（John Rawls）

在《政治自由主義》（P o l i t i c a l

Liberalism）一書中指出，自由、平

等的公民如果要把社會建設成為一

個公正的合作性體制的話，那就必

須以政治寬容為其基礎。羅爾斯認

為，在自由社會中，人的正常理性行

為的自然趨向是愈來愈多元，而不

是愈來愈不多元。即使在消除了偏

見、愚昧和自私自利的理想社會

中，具有理性的人仍然會在基本價

值、生活理想、政治原則等問題上

持有不同的意見，這是因為人的知

識總是有限的，人的判斷總是承受

�某種負擔（羅爾斯稱之為「判斷的

重負」[the burdens of judgement]）bm。

即使在充分自由的社會中，也不可

能有一種人人認同的真理。相反

地，社會愈自由，就必然愈多元，

也就愈須要面對多元。這樣的社會

必然須要把寬容從美德提升為基本

的政治原則。寬容雖然起源於防止

宗教壓迫、政治專制和社會迫害的

權宜之計，但隨�社會和政治的發

展，寬容將展現出另一種更為高尚

的前景。寬容最終將不僅成為一種

政治之善，而且也成為一種與自

由、平等和正義具有同等實質價值

的社會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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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爾斯指出，要把社

會建設成為一個公正

的合作性體制，必須

以政治寬容為基礎。

社會愈自由，就必然

愈多元，也就愈需要

面對多元。這樣的社

會必然須要把寬容從

美德提升為基本的政

治原則，寬容將最終

成為一種與自由、平

等和正義具有同等實

質價值的社會之善。


